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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北京大学每年都会给全校本科生们开设数百门通选课，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乃至书画、音乐、艺术领域都有涉及，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其中，有些课程的火爆程度严重超出了想象——“世界电影史”这门课定员200人，选课的人数超过了400人，下午1点上课，要是在12点半之后才走到教室，那就必须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寻觅宝贵的座位了，此情此景中，坐在地上的、窗台上的、暖气片上的同学大为常见。你如果认为，这样的座无虚席大多出自电影本身拥有的强大群众基础，那就“TOO YOUNG TOO森破”了，同样的情景照样出现在“地震概论”课堂上。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地震概论”，这样一门似乎朴实无华、枯燥乏味的课程，照样拥有大批拥趸。从最初开设一个班，到后来的两个班，甚至到了三个班同时授课，“地震概论”课的规模不断扩大。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是各位授课老师魅力的感召。

可是，到底什么是通选课？

借用一下官方的说法：“通选课是一套旨在拓宽基础、强化素质、培养通识的跨学科基础教学新体系，力图引导学生从本科教育的最基本的领域中获得广泛的知识，让学生了解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方法及主要思路，从而为能力和经验各异的大学生提供日后长远学习和发展所必需的方法和眼界。” “通选课的教学内容重在启发思想、掌握方法，而非灌输知识的细节。教学方法提倡‘少而精’，鼓励运用先进手段，完善各项教学环节。”

北大所有通选课被分为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与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与艺术五个领域，学校规定本科生毕业时应修满至少16学分，每个领域至少要选修2学分，在语言学、文学和艺术领域至少要修满4学分（其中必须有一门是艺术类课程）。获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学位的本科生，在自然科学与数学领域至少要修满4学分。

教育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北大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授思路、启发思想，用不同学科的碰撞与融合打通学生的任督二脉，让他们有能力将吸收到的一切更好地融会贯通。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通选课的魅力，我们精选了一批备受北大学子追捧的课程，然后再将其中的精华萃取出来汇集于此，最终形成了您看到的“最受欢迎的北京大学通选课”系列电子图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1）
 选课思路：精心选择广受欢迎的课程；注重内容广度，所选课程涉及通选课全部领域；



2）
 单本书内容设计：每书呈现课程中出现的某一特定主题，字数控制在2~4万字，保证读者在短时间内读完全书并对主题有深入理解；



3）
 难度控制：避免过于艰深或过于学术化的内容，保证内容的易读性。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奉上的“一小斑”，当然，更衷心期待您能因此进一步窥到“全豹”。（本系列所有课程教材均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知识沉淀下来，终将成为智慧。

在这条路上，希望我们的小书能跟您一起走得更远更远。







正文



上篇 道德概念



一、道德界说



道德是什么？这是当代伦理学论争的首要难题。破解这个难题的关键在于，把握道德的三重关系：道德与伦理、道德与应该、道德与法。


	道德与伦理



人们大都以为，道德与伦理是一个东西。从二者在西方的词源含义来说，确实如此。因为“伦理”源于希腊语“ethos”，意为品性与气禀以及风俗与习惯。“道德”源于拉丁文“mos”，意为品性与风习。所以，道德与伦理在西方的词源含义相同，都是指外在的风俗、习惯以及内在的品性、品德，说到底，也就都是指人们应当如何的行为规范。

但是，在中国，道德与伦理的词源含义却有所不同。“伦”本义为“辈”。《说文》曰：“伦，辈也。”引申为“人际关系”。如所谓“五伦”，便是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理”本义为“治玉”。《说文》曰：“理，治玉也。……玉之未理者为璞。”引申为整治和物的纹理，如修理、理发、木理、肌理；进而引申为规律和规则。理是事实如何的必然规律：“理非他，盖其必然也……就天地人物事物本其不易之则，是谓理。”理又是行为应该如何的当然规则：“只是事物上一个当然之则，便是理。”于是，所谓伦理，就其在中国的词源含义来看，便是人们的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

“道”本义为道路。《说文》曰：“道，所行道也。”引申为规律和规范。“德”亦即“品德”、“道德品质”，其本义为得：“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这样，“道德”的“道”，便因与“德”相结合而受到“德”的限定：只是指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而不是指事物事实如何的规律。因为一个人按照事实如何的规律行事，并不能得到德；只有按照应该如何的规范行事，才能得到德。因此，构成“道德”一词的“道”与“德”的词源含义也就都是指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只不过“道”是外在规范，是未转化为个体内在心理的社会规范；而“德”则是内在规范，是已经转化为个体内在心理的社会规范。因此，任何规范，如“忠”、“信”、“卑让”等等，究竟是“道”还是“德”只能看它们存在于何处——如果存在于个体心中，是个体的内在心理，那么它们就是“德”；如果存在于个体心外，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规范，那么，它们就是“道”。于是，“道”与“德”所合成的“道德”一词的词源含义也就无非是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

可见，道德与伦理，从词源上看，在西方虽为一词，都是指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但在中国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伦理是整体，其含义有二：人们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道德是部分，其含义仅一：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然而，从概念上看，道德与伦理的含义又是什么？

在汉语中，道德和伦理的含义从概念上看显然与其词源含义一致：伦理是人们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道德是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就拿所谓的“五伦”概念来说。我们只能说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是五种伦理，却不能说它们是五种道德：只能说君臣是伦理，却不能说君臣是道德；只有君臣之“义”才是道德。更确切些说，君臣与君臣之义都是伦理；君臣却不是道德，而只有君臣之义才是道德。这就是因为，君臣是人际关系之事实如何，而君臣之义则是人际关系之应该如何。道德仅仅是人际关系应该如何；伦理则既包括人际关系应该如何，又包括人际关系事实如何。


	道德与应该



“人们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是伦理概念的定义吗？是的，因为除了伦理，没有一个概念有此含义。那么，“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也是道德概念的定义吗？非也，因为许多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并非道德。斯温在论及道德与习俗的区别时，就曾以吃饭为例说，西方人习惯用刀叉，而许多有教养的印度人却习惯用手指。这两种习惯无疑是两种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却皆非道德。那么，道德与这些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区别何在？正如斯温所言，在于是否具有社会重要性，亦即是否具有利害社会之效用。道德是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是对于社会具有利害效用的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

试想，为什么用筷子还是刀叉抑或手指吃饭都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岂不就是因为三者对于社会存在发展都不具有利害关系，因而都不具有社会效用？为什么诚实与欺骗、公正与不公正、人道与非人道等等都是道德规范？岂不就是因为这些规范具有利害社会之效用？

那么，具有利害社会之效用，是不是道德与应该的唯一区别？否。因为一种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究竟是不是道德规范，不但在于它们是否具有利害社会之效用，而且还在于它们是谁制定或认可的。如果一种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规范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那么，不论这种规范如何荒谬错误，它都是道德；如果并不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而只是一个人自己独自制定或认可的，那么，不论这种规范如何正确优良，它也不是道德，而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应该”。

举例说，如果一个社会制定或认可了“女人应该裹小脚”的行为规范，那么，不论它是多么荒谬，也是道德。这样，一个人如果裹小脚，她就遵守了道德，她就是有道德的。反之，如果她制定或认可相反的行为规范“女人不应该裹小脚”，这一规范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只是她自己的行为规范，那么，不论它是何等正确优良，也不是道德，而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规范。于是，一个人如果不裹小脚，那么，她就违背了道德，就是无道德的、缺德的。

可见，道德区别于“应该”的另一个根本特征，乃在于道德必定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而“应该”未必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道德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人们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从这一特征来说，道德必定具有社会性，必定是两个以上的人所订立的一种需要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道德与道德契约以及道德规范三者实为同一概念。反之，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则未必具有社会性，而完全可以是一个逃离社会的孤独者自己为自己制定或认可的生活规则。因此，弗兰克纳一再说：“道德是一种社会的事业，而不可能是个人用来指导自己的一种发现或创造。……就道德的起源、认可和作用来看，它也地地道道是社会的。它是用来指导个人和较小团体的全社会的契约。”


	道德与法



“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人们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是道德的定义吗？还不是。因为法，不但如所周知，也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规范；而且如法学家所说，也是人们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法是决定人们在社会中应该如何行为的规范、规则或标准。”道德与法的这一共同点，包尔生早就注意到了：“道德律宣称应当是什么……法律也无疑是表现着应当是什么。”那么，道德与法的区别何在？

二者的区别，说到底，在于有无一种特殊的强制：权力。因为所谓权力，如所周知，是仅为管理者所拥有且被社会承认的迫使被管理者服从的强制力量。这样，从权力是仅为社会管理者所拥有的迫使人们不得不服从的力量方面来看，权力具有必须性，是人们必须服从的力量；从权力是社会承认、大家同意的力量方面来看，权力具有应该性，是人们应该服从的力量。合而言之：权力是人们必须且应该服从的力量。从权力之如是界说不难看出：法是权力规范，是应该且必须如何的行为规范；道德则是非权力规范，是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行为规范。

这是被道德与法所规范的行为的性质所决定的。道德所规范的是每个人的全部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而法所规范的则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那些具有重大社会效用的行为。试想，为什么“不应该杀人放火”是法，而“应该让座位给老弱病残”则仅仅是道德？岂不就是因为杀人放火具有重大社会效用，而让座位则不具有重大社会效用？法所规范的是具有重大社会效用的行为，决定了法不能不具有各种强制性：从最弱的舆论强制到最强的肉体强制；决定了法的强制是有组织的强制，是仅为社会的管理者、领导者所拥有的强制，说到底，是权力强制，是应该且必须如何的强制。所以，庞德说：“法是一种权威性的行为规则。”反之，道德所规范的是一切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决定了道德只具有最弱的强制性：舆论强制。这显然是一种无组织的因而为全社会每个人所拥有的强制；说到底，是非权力强制，是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强制。

综观道德与法、应该、伦理之异同，可以得出结论说：道德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人们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非权力规范。简言之，道德是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规范，是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如何的非权力规范。







二、道德结构




	道德基本结构



道德界说表明，道德属于规范范畴：道德亦即道德规范。因此，所谓道德的结构，也就是道德规范的结构。那么，道德规范是怎样构成的？道德规范都是人为的，都是人制定、约定或认可的。所以，要知道道德规范是怎样构成的，也就是要知道人们是怎么或用什么、根据什么制成道德规范的。

不言而喻，人们是根据行为事实的某种效用——亦即行为事实对于道德目的的效用——来制定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的。就拿“应该诚实”和“不应该欺骗”来说。这两种道德规范是怎样制定的？无疑是根据诚实和欺骗的某种效用来制定的。比如说，诚实是社会合作的基本纽带，符合道德目的：保障社会存在发展、最终满足每个人的利益；反之，欺骗瓦解社会合作，不符合道德目的。人们认识到诚实与欺骗的这些效用，便一方面把诚实奉为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则把欺骗奉为行为不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

可见，人们是根据行为事实对于道德目的的效用来制定或认可道德或道德规范的。行为事实对于道德目的的效用，如前所述，亦即行为应该如何，亦即道德价值。这样，说到底，道德或道德规范便是根据道德价值来制定或认可的。因此，道德或道德规范亦即道德价值规范：道德、道德规范、道德价值规范三者乃是同一概念。

道德与道德价值规范是同一概念，是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因为它意味着：就最直接的意义来说，道德乃是道德价值——亦即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因而由道德价值与道德规范两因素构成。然而，人们往往以为，“道德”或“道德规范”与“道德价值”是一个东西。殊不知，二者根本不同。因为道德规范或道德都是人制定或约定的。但是，道德价值却不是人制定或约定的：一切价值——不论是道德价值还是非道德价值——显然都不是人制定或约定的。试想，玉米、小麦、大豆的营养价值怎么能是人制定或约定出来的呢？那么，道德价值与道德规范是何关系？

道德或道德规范是根据道德价值制定或认可的，意味着：道德或道德规范不过是道德价值的表现形式；而道德价值则是道德或道德规范所表现的内容。这不难理解。试想，“应该诚实”的道德规范究竟是什么？不过是对于诚实的某种效用、价值的反应和表现，它表现了诚实具有这样的效用和价值：诚实是社会合作的基本纽带，符合道德目的，因而是应该的，等等。

因此，道德或道德规范，就其自身来说，只是一种形式；它包容和表现着道德价值。换言之，道德具有形式与内容的结构，它是道德规范形式和道德价值内容的结合体：它的形式是道德规范；而内容则是道德价值。


	道德完整结构



道德的“道德价值内容与道德规范形式”之结构，细究起来，仅仅是道德的基本结构，而不是道德的完整结构。因为仅仅道德规范与道德价值两者，是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二者之结合，必须依赖一种中介。这个中介就是道德价值判断。因为道德规范固然是人们根据道德价值制定的；但是，仅仅有道德价值，人们是制定不出道德规范的。人们要制定道德规范，首先必须知道道德价值是什么。因此，由道德价值到道德规范的飞跃和转化，必须有一个中间环节：道德价值判断。这样，人们制定道德规范的过程，首先便是探察道德价值，弄清道德价值究竟如何，形成道德价值判断。然后，在道德价值判断的指导下，才能够制定与道德价值相符的道德规范。

举例来说，我们要制定“应该为己利他”或“不应该为己利他”的道德规范，首先必须弄清为己利他的道德价值、形成道德价值判断：为己利他是否有利于社会存在发展、符合道德目的、具有正道德价值？而后，在这些关于为己利他道德价值判断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够制定与为己利他道德价值相符的道德规范：如果为己利他具有负道德价值，我们便会制定“不应该为己利他”的道德规范；如果为己利他具有正道德价值，便会制定“应该为己利他”道德规范。

这样，道德实际上便由道德价值、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规范三因素构成。这就是道德的完整结构。在道德的这种结构中，道德规范是道德价值判断的表现、形式；道德价值判断又是道德价值的表现、形式。这样，道德规范便与道德价值判断一样，都是道德价值的形式，皆以道德价值为内容、对象、摹本。只不过，道德价值判断是道德价值的直接形式，是道德价值在大脑中的反映，是道德价值的思想形式；而道德规范则是道德价值的间接形式，是道德价值——经过道德价值判断之中介——在行为中的反应，是道德价值的规范形式。

因此，道德价值判断有真假之分：与道德价值相符的判断，便是真理；与道德价值不符的判断，便是谬误。反之，道德规范则没有真假而只有对错优劣之分：与道德价值相符的道德规范并不是真理，而是优良的、正确的；与道德价值不符的道德规范并非谬误，而是恶劣的、不正确的。举例说，如果为己利他确实是不应该的（这是一种道德价值），那么，断言为己利他是应该的道德价值判断便与其道德价值不符，因而是一种谬误的、假的判断；而把为己利他奉为道德原则也与其道德价值不符合，因而是一种恶劣的道德原则：我们只能说这种道德原则是恶劣的或优良的，却不能说它是真的或假的。


	道德深层结构



不难看出，与道德的形式（道德规范）一样，道德的内容——道德价值——也是由两因素构成的。这两因素就是道德目的与行为事实。因为所谓道德价值或行为应该如何，不过是行为事实如何对于道德目的相符抑或违背之效用：符合道德目的的行为之事实，就是行为之应该，就是正道德价值；违背道德目的的行为之事实，就是行为之不应该，就是负道德价值。试想，“应该利人”的道德价值究竟是什么呢？不过是“利人事实”对于道德目的——保障社会存在发展、增进每个人利益——的效用，它全等于“利人事实对道德目的之符合”。反之，“不应损人”的道德价值又究竟是什么呢？不过是“损人事实”对于道德目的的效用，它全等于“损人事实对道德目的之违背”。这是一种道德价值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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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推理表明，首先，“行为事实如何”是行为不依赖道德目的而独自具有的属性，是行为无论与道德目的发生关系还是不发生关系都同样具有的属性，因而是行为的固有属性，是道德价值、行为应该如何所由以产生和推导出来的源泉、依据、实体，所以叫做“道德价值实体”。其次，“道德目的”是行为应该如何从行为事实如何中产生和推导出来的条件，是衡量行为事实应该不应该的标准，所以叫做“道德价值标准”。最后，行为事实如何与道德目的相结合便构成“行为应该如何”：它是行为独自不具有的属性，是行为事实如何与道德目的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属性，是行为事实如何对于道德目的的效用，是行为的关系属性，叫做“道德价值”。

可见，道德价值是行为事实如何对于道德目的的效用，因而由“行为事实”与“道德目的”两方面构成：前者是道德价值构成的源泉和实体；后者是道德价值构成的条件和标准。这就是道德价值的结构，是道德内容的结构，因而也就是道德的深层结构。

综观道德结构可知，道德结构极为复杂，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双重的，因而由四因素——道德价值规范、道德价值判断、道德目的、行为事实构成。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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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德类型




	普遍道德与特殊道德



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在不同时代，往往奉行不同的乃至相反的道德规范。例如，初民社会倡导“应该吃老人”；而今日社会则倡导“应该养老送终”。美国人谴责自杀，认可“失败后不应该自杀”的道德规范；日本人却敬重自杀，认可“失败后应该自杀”的道德规范。在大多数国家，妇女都可以露出面孔，而应该遮住乳房和臀部。可是，在非洲的许多地区，妇女却应该裸露乳房和臀部；火地岛的妇女不应该露出后背；菲律宾的塔萨代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则可以是全裸的；而在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中，妇女应该遮住全身。

但是，这些道德规范的差异，只能说明道德具有多样性、特殊性，却不能否认道德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因为诸如善、公正、幸福、诚实、自尊、谦虚、智慧、节制、勇敢等等道德规范，无疑是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普遍道德规范。试问，古今中外，有哪一个社会、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阶级，不倡导或不应该倡导诚实、自尊、爱人、忠尽、勤勉、慷慨、勇敢、公平、廉洁、善、幸福、谦虚、智慧、节制、勇敢等道德规范？谁敢说这些规范仅仅实行或应该实行于某些特定社会、特定时代、特定阶级，而不应该实行于一切社会、一切时代、一切阶级？

所以，道德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道德的性质是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这就是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以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为根据，一切道德显然可以分为两类：普遍道德与特殊道德。特殊道德，如“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和“四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德）以及“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仅仅适用于一定的社会和文化（中国封建社会、封建文化），仅仅对一些人（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是有效的，仅仅是他们应该遵守的道德。反之，普遍道德，如诚实、节制、谦虚、公正、勇敢、中庸、智慧等等，则无疑是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应该遵守的，是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和文化的。

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说到底，显然是根本与非根本、产生与被产生、决定与被决定、支配与被支配、推导与被推导的关系。由此观之，道德又可以分为道德原则与道德规则两大类型。所谓道德原则，便是某个领域根本的道德规范，便是某个领域产生、决定和推导出该领域其他道德规范的道德规范，说到底，也就是某个领域普遍的、一般的、抽象的道德规范。反之，道德规则则是某个领域的非根本的道德规范，是某个领域被产生、被决定、被推导的道德规范，说到底，也就是某个领域的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道德规范。举例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三纲”是根本的道德规范，是产生、决定和推导出其他中国封建道德的一般的、普遍的道德规范，所以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原则。反之，“三从四德”则是被“三纲”所产生和决定的非根本的道德规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具体的、特殊的道德规范，所以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则。再比如，在任何社会，“爱人”、“利人”都是产生、决定和推导出其他诸种道德规范的比较根本、普遍、一般的道德规范，所以是一切社会的道德原则。反之，“智、勇、信”等等则是被“爱人”、“利人”所产生和决定的，是普遍适用于任何社会而又比“爱人”、“利人”特殊、具体、个别的道德规范，所以是一切社会的道德规则。

可见，道德原则与道德规则的关系也都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但是，道德原则未必都是人类社会的普遍道德；道德规则也未必都是人类社会的特殊道德。更确切地说，道德原则分为两类：普遍道德原则与特殊道德原则。普遍道德原则是一切社会共同的道德原则，如“仁爱”、“利人”等等；特殊道德原则是一定社会特有的道德原则，如“三纲”等等。道德规则也分为普遍道德规则与特殊道德规则。普遍道德规则是一切社会共同的道德规则，如“智”、“勇”、“信”等等；而特殊道德规则是一定社会特有的道德规则，如“三从四德”等等。总之，以普遍性和特殊性为根据，道德可以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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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道德与相对道德



比较普遍道德与特殊道德以及道德原则与道德规则之关系，可以看到，道德相互间根本的、普遍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一方面，一切道德规则都产生于、决定于、推导于、隶属于道德原则；另一方面，一切特殊道德都产生于、决定于、推导于、隶属于普遍道德。于是，合而言之，一切特殊道德规则都产生于、决定于、推导于、隶属于特定道德原则；一切特定道德原则和一切普遍道德规则都产生于、决定于、推导于、隶属于普遍道德原则：普遍道德原则是产生、决定、推导出其他一切道德的道德。

这样，当道德规则相互间发生冲突或道德原则与道德规则发生冲突时，便应该牺牲道德规则而服从道德原则。就拿康德所举的例子来说。一个人看见被凶手追杀的无辜者藏身于某处，当凶手问他是否看见被追杀者时，他便面临着道德原则与道德规则的冲突：如果他遵守诚实的道德规则对凶手如实相告，就违背了救人、利人的道德原则而使被追杀的无辜者丧命；如果他遵守救人、利人的道德原则救助被追杀者，就要违背诚实道德规则而欺骗凶手。那么，他应该怎么办？显然应该遵守救人、利人的道德原则而牺牲诚实道德规则。

然而，当各种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时应该怎么办呢？无疑应该服从比较根本的道德原则而违背被它所决定的道德原则。进言之，当比较根本的道德原则与更为根本的道德原则发生冲突时，便应该服从更为根本的道德原则。于是，最终必定应该服从最为根本的道德原则，亦即道德终极原则、道德终极标准——它是最根本的道德原则，是产生、决定、推导出其他一切道德原则的原则，是在一切道德规范发生冲突时都应该服从而不应该违背的道德原则，是每个人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遵守而不应该违背的道德原则，因而也就是绝对道德。

绝对道德或道德终极标准必定只能是一个。否则，如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那么，当它们发生冲突时，只可能遵守一个，而违背另一个：那应该违背者显然不可能是道德终极标准；而只有那不应该违背者才是道德终极标准。因此，道德终极原则必定仅仅是一个普遍道德原则。它与其他普遍道德原则的区别在于，其他普遍道德原则仅仅是一切社会一切人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却不是一切人的一切伦理行为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反之，道德终极原则之为道德终极原则，必是一切社会一切人的一切伦理行为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因而也就是一切人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例外而绝对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是绝对道德原则，亦即所谓绝对道德：“如果说某些道德原则是‘绝对’的，那就意味着这些道德原则是没有例外的。”

绝对道德或道德终极标准只能有一个，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是道德最终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因为如上所述，一切道德规范、道德原则都是根据道德价值制定的，因而说到底，都是通过道德最终目的从行为事实推导、制定出来的：符合道德最终目的的一定类型行为之事实，就是该类型行为之应该，就是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违背道德最终目的的一定类型的行为之事实，就是该类型行为之不应该，就是不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因此，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便是衡量其他一切道德原则的原则，是一切道德原则所由以推出的原则，因而也就是道德终极的、绝对的原则，是绝对道德。

总之，道德既具有相对性，又具有绝对性：体现其相对性者为相对道德；体现其绝对性者为绝对道德。绝对道德只有一条，亦即人们所认识、所把握并被作为行为规范的道德最终目的：增进每个人利益；而其余皆为相对道德。这就是道德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基本原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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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良道德与恶劣道德



道德既然是一种契约、约定、协议，也就是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是主观任意、可以自由选择的。问题在于，道德是不是完全主观任意的？不是。因为就道德自身来说，是一种人们制定或认可的规范，亦即道德规范，完全是主观任意的。但是，道德自身或道德规范，如上所述，仅仅是一种形式，它的内容是道德价值：道德乃是由道德规范形式与道德价值内容构成的统一体。道德价值与道德规范根本不同，因为道德价值显然不是人们制定、认可或约定的。谁能说价值是契约、协议、约定俗成的产物？谁能说苹果的营养价值是契约、协议、约定俗成的呢？

那么，道德价值是客观的吗？是的。因为道德价值，如上所述，乃是行为事实所具有的对于道德目的的效用性。行为事实之为事实，无疑是客观的。道德目的确实似乎是主观的，其实不然。因为个人行为的起因和目的可以是主观任意的；但是人们所结成的团体的起因和目的却大都是客观、必然的。例如，家庭、社会、国家等等的起源和目的，岂不都是客观的、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吗？经济、政治、法律的起源和目的岂不都是客观的、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吗？因此，道德的起源和目的是客观的、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又有什么奇怪呢？

道德目的和行为事实既然都是客观的，那么，行为事实所具有的对于道德目的的效用——亦即道德价值——也必然是客观的：它一方面必然决定于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道德目的，另一方面必然决定于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行为事实，因而也就同样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就拿为己利他的道德价值来说，如果为己利他行为事实上既利己又利他，如果道德目的是保障社会的存在发展、增进每个人的利益，那么，不论儒家和康德如何否定为己利他，不论有多少人认定它具有负道德价值，它也因符合道德目的而必然具有正道德价值：这是被为己利他行为事实和道德目的之本性所必然决定的，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反之，如果为己事实上势必损人、为己利他最终必然导致损人利己，或者道德目的是为了完善每个人的品德而不是增进每个人利益，那么，不论合理利己主义者如何肯定为己利他，不论有多少人认定它具有正道德价值，它都因不符合道德目的而必然具有负道德价值：这是被为己利他行为事实和道德目的之本性所必然决定的，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

因此，主观的、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并不是为己利他的道德价值，而是人们对于为己利他道德价值的判断和在这种判断指导下所制定的关于为己利他的道德规范：利他主义者认为为己利他具有负道德价值，因此制定了“不应该为己利他”的道德规范；合理利己主义者则认为为己利他具有正道德价值，因此制定了“应该为己利他”的道德规范。

可见，道德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就其内容——道德价值、道德目的和行为事实——来说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就其形式——道德规范——来说则是主观的、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以道德的主客观本性为根据，可以把一切道德分为优良道德与恶劣道德两大类型。首先，道德规范的主观性是道德有优劣之分的前提。因为只有在道德规范是主观任意的条件下，道德才能有优劣之分；反之，如果道德规范是客观必然、不可自由选择的，它怎么能有优劣之分呢？其次，道德价值的客观性是道德分为优良道德与恶劣道德的根据。试想，如果说道德规范有优劣之分，那么，究竟根据什么来确定道德的优劣呢？应该根据是否与道德价值的客观本性相符：与道德价值相符的道德规范便是优良的（亦即正确的、科学的）道德规范；与道德价值不符的道德规范便是恶劣的（亦即正确的、科学的）道德规范。

举例说，如果为己利他不符合道德目的，具有负道德价值，那么，合理利己主义者所制定的“应该为己利他”的道德规范，就与为己利他道德价值不符，因而是恶劣的道德规范；反之，利他主义者所制定的“不应该为己利他”的道德规范，则与为己利他道德价值相符，因而是优良道德规范。但是，如果为己利他符合道德目的，具有正道德价值，那么，合理利己主义者所制定的“应该为己利他”的道德规范，就与为己利他道德价值相符，因而是优良的道德规范；反之，利他主义论者所制定的“不应该为己利他”的道德规范，则与为己利他道德价值不符，因而是恶劣的道德规范。

优良道德规范必定与道德价值——亦即行为事实对于道德目的的效用——相符，说到底，便必定与道德目的以及人的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本性相符。这样，一方面，从优良道德必定符合人的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本性——亦即所谓人性——来看，优良道德必定是每个人都能够且应该遵守的：违背人性的恶劣道德则是每个人不能够也不应该遵守的。另一方面，从优良道德必定符合道德目的——亦即增进每个人利益——来看，优良道德显然是每个人都能够且应该遵守的；反之，违背道德目的的恶劣道德——亦即不是为了增进每个人利益的道德——则是每个人不能够也不应该遵守的。优良道德必定是每个人都能够且应该遵守的道德，因而也就必定是可普遍化的道德；不可普遍化的道德——亦即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且应该遵守的道德——则必定是恶劣的道德。这就是优良道德的可普遍化性：可普遍化的道德就是每个人都能够且应该遵守的道德。

综观道德的主客观本性可知，道德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物：就其内容——道德价值、道德目的和行为事实——来说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就其形式——道德规范——来说则是主观的、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因此，道德规范的优劣性及其衡量标准便完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不论人们的意志和愿望如何，只有与道德价值相符因而可普遍化的道德，才是优良的、正确的；而与道德价值不符因而不可普遍化的道德，必定是恶劣的、错误的。这就是道德的主客观性与优劣性的基本原理。







四、关于道德概念的理论



道德概念，从上可知，极其艰深复杂。因此，围绕道德概念，两千年来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这些争论，可以归结为六大流派：伦理相对主义、伦理绝对主义、道德主观主义、道德怀疑论、道德客观主义、道德实在论。


	伦理相对主义



伦理相对主义（ethical relativism）虽然在当代西方伦理学界备受关注，但是，它的代表人物却大都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如萨姆纳（W.G.Sumner）、埃德瓦尔·韦斯特马克、埃米尔·涂尔干、卡尔·曼海姆等等——而并不是伦理学家和哲学家。考察这些思想家的论著可知，所谓伦理相对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认为任何道德及其正确性都是相对的理论。它分为“文化伦理相对主义”（cultural ethical relativism）和“规范伦理相对主义”（normative ethical relativism）：文化伦理相对主义，一般被简称为“文化相对主义”或“描述相对主义”（descriptive relativism）；规范伦理相对主义则往往被简称为“伦理相对主义”或“规范相对主义”。文化或描述相对主义认为道德事实上完全是相对的，一切道德都相对于一定的文化和社会而存在，皆因文化和社会的不同而不同，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文化、一切社会的普遍的、绝对的道德；规范伦理相对主义则从文化相对主义出发，进一步认为，人们所奉行的道德规范的正确性也完全是相对的：任何道德只有相对于奉行它的特定的社会才是正确的；不存在对于一切社会都是普遍正确、绝对正确的道德。

原来，伦理相对主义所描述的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在不同时代所奉行的不同的乃至相反的道德风习，都是具体的、特殊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的差异，只能说明道德具有相对性，却不能否认道德具有绝对性。因为这些道德规范所由以推出而为其前提的道德最终目的是完全相同的，都是为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它是任何人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遵守的道德终极标准，是绝对的道德标准。人们从这同一的绝对的道德终极标准出发而形成相反的道德风习，只是因为该标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的表现不同罢了。试想，初民社会为什么会有“应该吃老人”的道德呢？因为初民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如果不吃老人，所有的人都可能饿死。所以，初民社会吃老人便与今日社会养老送终一样，最终都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存在发展、增进每个人的利益。于是，初民社会“应该吃老人”和今日社会“应该养老送终”的相反道德，便不过是同一道德终极标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因两种社会的生产力根本不同而具有的两种相反的表现罢了。因此，伦理相对主义认为一切道德皆因社会不同而不同因而不存在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的、绝对的道德的观点确系以偏概全：只看到具体的、特殊的道德规范，而没有看到这些道德规范所由以推出而为其前提的道德终极标准或道德最终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

这样一来，伦理相对主义由此认为任何道德只有相对于奉行它的特定社会才是正确的观点，也就不能成立了。因为只有特殊的、相对的道德之优劣对错，才是相对于特定的社会而成立的：一种特殊道德对于一种社会是正确的，对于另一种社会则可能是错误的。例如，“应该吃人”的道德规范是正确的，只是对于初民社会才能成立：它只是在初民社会，才与吃人行为的道德价值相符，因而才是正确的道德规范；而在现代社会，则与吃人行为的道德价值不符，因而是错误的道德规范。反之，普遍道德和绝对道德的对错则对于一切社会都是同样的：如果一种普遍的或绝对的道德是正确的，那么，它对于任何社会便都是正确的。公正、诚实、节制、谦虚、勇敢、中庸、自尊、智慧等等普遍道德，如所周知，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万世而不悖的优良的、正确的道德规范：它们对于任何社会都同样是正确的、优良的道德规范。

可见，道德的正确性既具有相对性又具有绝对性：特殊的、相对的道德的正确性是特殊的、相对的；普遍的、绝对的道德的正确性则是普遍的、绝对的。伦理相对主义认为任何道德的正确性都只有相对于奉行它的特定的社会才是能够成立的观点之错误，说到底，显然在于否认普遍的绝对的道德而认为一切道德都是特殊的、相对的：如果一切道德都是特殊的、相对的、皆因社会不同而不同，那么，它们的正确性也就确实只有对于特定社会来说才是能够成立的。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在构成伦理相对主义的双重因素中，描述或文化相对主义（它认为一切道德都是特殊的、相对的、皆因社会不同而不同）乃是规范或伦理相对主义（它认为一切道德的正确性只有对于特定社会来说才是能够成立的）的前提：反驳伦理相对主义，关键在于颠覆它的前提，证明存在着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的、绝对的道德。


	伦理绝对主义：境遇伦理学



与伦理相对主义不同，伦理绝对主义（ethical absolutism）或道德绝对主义（moral absolutism）的代表人物并不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而是伦理学家和哲学家，如康德、弗莱彻等等。正如波吉曼所指出，伦理绝对主义或道德绝对主义与伦理相对主义恰恰相反：伦理相对主义否认绝对道德的存在，而认为一切道德都是相对的；伦理绝对主义则否认相对道德，而认为一切真正的道德都是绝对的。更确切地说，伦理绝对主义或道德绝对主义也就是否认相对道德之为真正的道德，而认为真正的、优良的道德必定是绝对的理论。

然而，绝对道德或道德终极标准，如上所述，必定只有一条，亦即道德的最终目的；此外皆为相对道德。伦理绝对主义的错误显然在于夸大了这一点，认为道德就其真正的本性来说是绝对的，从而不是把绝对道德仅仅理解为道德最终目的，而是理解为其他道德原则或由一系列道德原则——如应该爱、不应该说谎、应该为义务而义务等等——所构成的道德原则体系。这样，伦理绝对主义便一方面错误地把一些相对道德——如爱和诚实——夸大成绝对道德；另一方面，则错误地把众多的相对道德逐出道德领域，否认这些相对道德之为道德。

这种对于相对道德的否认在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situation ethics）那里登峰造极。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也是一种十分典型的道德绝对主义，或者毋宁说，是一种新康德道德绝对主义。因为它与康德一样，认为道德就其真正的本性来说是绝对的；不具有绝对性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因而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只不过，在康德看来，绝对道德、真正的道德是一系列道德原则，如责任、诚实等等；反之，在境遇伦理学看来，绝对道德、真正的道德只有一条，那就是“爱”：“只有‘爱’这一戒律是绝对的善。”于是，只有“爱”才因其具有绝对性而是真正的道德；其余道德则皆因其是相对的而并不是真正的道德，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爱是唯一的规范。”这样，一切伦理行为之应该与否也就完全取决于行为之境遇，取决于行为在该境遇下是否符合“爱”的计算。因此，正如弗莱彻所言，境遇伦理学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绝对的规范，另一个是具体境遇的计算方法。然而，如果全部道德只是一个规范“爱”，道德岂不就几乎等于零吗？所以，宾克来说：虽然弗莱彻和境遇伦理学者并不是为不负责任或无道德论进行辩护，但是，实际上他们与非道德主义已相差无几了。那么，境遇伦理学究竟错在哪里？

原来，如上所述，绝对道德是任何人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遵守的道德，这种道德只有一条，亦即道德最终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相对道德则是这一条绝对道德之外的全部道德，是人们在一般的、正常的、典型的条件下才应该遵守——而在例外的、非常的、极端的条件下则不应该遵循——的道德。显然，相对道德存在的必要性全在于：正常行为的数量远远多于非正常行为的数量。这样，因为相对道德规范的行为是正常行为，所以，它应该被遵守的次数便远远多于它不应该被遵守的次数，因而它的存在是必要的。反之，如果相对道德规范的行为是非正常行为，那么，它应该被遵守的次数便远远少于它不应该被遵守的次数，因而它的存在便是极无必要的了。

然而，境遇伦理学却把正常与非正常视为同等重要：“境遇的变量（variables）与规范或一般的常量（constants）应该被看做同等重要。”这就是境遇伦理学的根本错误之所在：抹杀正常行为与非正常行为的区别，等量齐观相对道德应该被遵守的正常境遇与其不应该被遵守的非正常境遇，进而等量齐观相对道德应该被遵守的次数与其不应该被遵守的次数。这样一来，相对道德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如果相对道德应该被遵守的次数与其不应该被遵守的次数是相等的，那么，它应该存在的理由岂不就与它不应该存在的理由相等吗？相对道德既然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也就只有绝对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境遇伦理学就是这样堕入否认相对道德的道德绝对主义的。


	道德主观主义与道德怀疑论



所谓道德主观主义（moral subjectivism），如所周知，亦即否认道德的客观性而认为道德完全是主观任意的理论。道德主观主义者的阵营十分庞大复杂。情感主义伦理学家，如罗素、维特根斯坦、艾耶尔、斯蒂文森等等，无疑都属于道德主观主义者。伦理相对主义者同时也都是道德主观主义者。因为如果道德确如伦理相对主义者所言，完全是相对的——相对一些社会和人们来说是善的，相对另一些社会和人们来说则是恶的——那么，道德善恶也就完全是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因而也就完全是主观的。但是，典型的道德主观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当推古代的埃斯库鲁和18世纪的休谟以及当代英美哲学家马奇和哈曼。

因为道德主观主义论者得出道德完全是主观的最有力的论据，无疑是“道德契约论”。任何道德或道德规范，在道德主观主义论者看来，都是人制定的，因而也就都可以看做是某种契约、协议的产物。埃斯库鲁说：“正义是一种防止人们相互伤害的权宜契约。”休谟说：“正义起源于人类协议。”吉尔伯特·哈曼（Gilbert Harman）则进一步系统地提出“道德契约论”（moral bargaining）：“我的论点是，道德发生于一个人群关于他们彼此的关系达成一种暗含的契约或无言的协议的时候。”道德规范既然是一种契约、约定、协议，也就是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是主观任意的、自由的、可以选择的。可是，道德主观主义论者却由此进而完全否认道德的客观性，认为道德并不是客观事实，而完全是主观的，完全是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东西。

如果确如道德主观主义论者所言，道德完全是主观的而不具有客观性，那么，关于道德的判断显然也就无所谓真假，而在这种判断指导下所制定的道德显然也就无所谓优劣对错。所以，艾耶尔一再说：“只表达道德判断的句子没有陈述任何东西，它们是纯粹的情感表达，因而不能归入真假范畴。”这就是所谓的道德怀疑论（moral nihilism/scepticism），它就是认为道德判断无所谓真假和道德规范无所谓对错的理论。波吉曼在总结道德怀疑论的根本特征时便这样写道：“道德怀疑论乃是这样一种学说，在它看来，我们不能够知道是否存在道德真理。”

可见，道德怀疑论乃是道德主观主义的应有之义和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所以，我们只要驳倒道德主观主义，也就驳倒了道德怀疑论。

道德主观主义和道德怀疑论是不能成立的。道德就其自身来说，一方面，确实属于与事实对立的“应该”、“价值”范畴，而不属于“事实”范畴：道德是应该而不是事实；另一方面，道德确实是一种人们制定或认可的规范，可以看做是某种契约、协议的产物，因而完全是主观任意的。但是，道德自身或道德规范，如上所述，仅仅是一种形式：它所表达的直接内容是道德价值判断；它所表达的根本内容是道德价值；它所表达的最终内容是道德目的与行为事实，因为道德价值不过是行为事实如何对于道德目的的效用。所以，道德乃是由道德规范、道德价值判断、道德价值或道德普遍目的与行为事实所构成的极为复杂的统一体。这样，一方面，道德本身虽然不是事实，但是，道德的根本内容则是事实，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行为事实；另一方面，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的正确性，说到底，便取决于是否符合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规律，而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道德主观主义和道德怀疑论者只看到道德自身——亦即道德规范——的主观性，而抹杀道德的内容——亦即道德价值、道德普遍目的和行为事实——的客观性，进而抹杀道德规范的优劣及其衡量标准的客观性，而错误地得出说：道德完全是主观的，因而不存在所谓道德真理、道德无所谓正确或不正确。


	道德客观主义与道德实在论



道德客观主义（moral objectivism），正如波吉曼所言，是认为道德具有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本性的理论，是认为行为的正当性和道德规范的正确性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理论。不过，道德客观主义比较复杂，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极端道德客观主义，亦即所谓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在它看来，道德本身就是事实，就是与颜色一样的不依赖主体的需要和意志而独立存在的事实。反之，另一派则是温和道德客观主义，在这种客观主义看来，道德本身是一种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属于“应该”而不属于“事实”范畴；但是，道德的基础和根本内容则是事实，是行为事实如何：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的正确性便取决于是否与行为事实相符，而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绝大多数伦理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沙甫茨伯利、赫起逊、康德、罗斯、穆勒、西季威克、摩尔等等都属于温和道德客观主义论者；而主张道德实在论的伦理学家则很少，如邦德（E.J.Bond）、戴维·布林克（David O.Brink）等等。

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的基本特征是承认存在所谓“道德事实”。波吉曼说：“道德实在论者关于伦理学持有一种这样的观点：存在道德事实（moral facts）。”所谓“存在道德事实”，据黑尔的解释，也就是认为道德善恶如同颜色一样，是不依赖主体需要——亦即社会创造道德的需要、目的——而存在的属性，因而是一种事实，属于事实范畴：“我们所说的‘不正当’之属性和一种行为是不正当之事实，就如同说‘红’之属性和某种东西是红的事实一样。”

不难看出，道德实在论是不能成立的。它的错误，首先在于等同客体的事实关系属性与价值关系属性。他们看到：道德善与红色一样，都是客体依赖主体而存在的关系属性，而不是客体的固有属性。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红色是客体不依赖主体的需要而具有的属性，因而是客体的事实属性，是客体的事实关系属性，是客体的第二性质；反之，道德善则是客体（亦即行为）的不能离开主体需要（亦即社会创造道德的需要、目的）而具有的属性，是客体（亦即行为）的事实属性对主体需要（亦即社会创造道德的需要、目的）的效用，是客体（亦即行为）的价值关系属性，是客体（亦即行为）的第三性质。道德实在论的错误就在于等同道德与颜色的存在性质，因而由颜色是事实的正确观点得出错误结论：道德也是事实，存在道德事实。

然而，如果像道德主观主义和道德怀疑论那样，由此进一步断言道德完全不是事实、完全是主观的，则是错误的。因为道德或道德规范虽然是一种应该而不是事实，但是，如前所述，道德或道德规范，就其自身来说，只是一种形式，它包容和表现着道德价值：道德的形式是道德规范；而内容则是道德价值。这是道德的浅层结构。因为道德价值又不过是行为事实如何对于道德目的的效用，因而又由“行为事实”与“道德目的”两方面构成：前者是道德价值构成的源泉和实体；后者是道德构成的条件和标准。这是道德价值的结构，是道德内容的结构，因而也就是道德的深层结构。这样，道德或道德规范是道德价值的形式，说到底，是道德目的与行为事实之形式。因此，正如温和道德客观主义所说：一方面，道德本身不是事实，但是，道德的根本内容则是事实，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行为事实；另一方面，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的正确性，说到底，便取决于是否符合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规律，而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道德客观主义并不是纯粹的真理：温和道德客观主义是真理；而极端道德客观主义、道德实在论则是谬误。

综观道德概念及其理论可知，一方面，道德既具有适用于一定社会的特殊性、相对性，因而存在特殊的、相对的道德，又具有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性、绝对性，因而存在共同的、绝对的道德。伦理相对主义只看到道德的特殊性和相对性，而抹煞道德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因而错误地认为不存在适用于一切社会的共同的和绝对的道德，不存在对于一切社会都是正确的普遍正确和绝对正确的道德。反之，伦理绝对主义或道德绝对主义则夸大道德的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进而否认相对的、特殊的道德之为真正的道德，以致片面地认为真正的、优良的道德必定是普遍的和绝对的。另一方面，道德就其自身——道德规范——来说，是主观的、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就其基础和根本内容——行为事实——来说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道德规范的正确性取决于是否与行为事实相符，而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道德实在论夸大了道德的基础和根本内容之为事实的方面，以致认为道德本身就是事实，就是与颜色一样的不依赖主体的需要和意志而独立存在的事实。反之，道德主观主义和道德怀疑论者则夸大了道德自身的主观性，认为道德完全是主观任意的，因而道德判断和道德规范也就无所谓真假对错了。







下篇 道德终极标准



一、道德终极标准体系




	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道德终极总标准



道德终极标准的提出，如前所述，源于各种道德规范之间时常发生的冲突：当道德规范之间发生冲突时，最终无疑应该服从最根本的道德标准，亦即道德终极标准——它是产生、决定、推导出其他一切道德标准的标准，因而不仅是衡量一切行为善恶的终极标准，而且是衡量一切道德标准优劣的终极标准。元伦理学表明，一切道德规范都是根据道德价值制定的，因而最终都是以道德目的为标准而从行为事实推导和制定出来的：道德目的是产生、决定和推导出其他一切道德标准的标准，亦即道德终极标准。

但是，道德目的，如前所述，分为道德特殊目的与道德普遍目的。道德特殊目的无疑仅仅能够产生和推导出某些道德规范，而不可能产生和推导出一切道德规范；只可能衡量某些行为之善恶和某些道德之优劣，而不可能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这样，道德特殊目的便不可能是道德终极标准。举例说，许多社会都曾处于这样的阶段：所提供的食品不足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为了避免所有的人都被饿死，人们所制定和奉行的道德规则不尽相同：爱斯基摩人的规则是将年老体衰的父母置于雪地活活冻死；巴西的雅纳马莫人的规则是饿死女婴；新几内亚的克拉基人的规则是男人在进入青春期以后的数年内只可建立同性恋关系。这些人制定这些特殊道德规范的目的，都是为了避免所有的人都被饿死。显然，“避免所有的人都被饿死”这个道德的特殊目的，只能够产生和推导出诸如此类、极其有限的道德规范，而不可能产生和推导出一切道德规范；只能够衡量诸如此类极其有限的行为之善恶和诸如此类极其有限的道德规范之优劣，而不可能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因此，“避免所有的人都被饿死”之道德特殊目的不可能是道德终极标准。

道德特殊目的不可能是道德终极标准，意味着：道德终极标准只能是道德普遍目的。道德普遍目的，如前所述，分为直接的普遍目的与最终的普遍目的，亦即道德终极目的。道德最终的普遍目的或道德终极目的，是增进每个人利益；而道德直接的普遍目的，则是“一总六分”：一个总目的，亦即保障人类社会和利益共同体之存在发展；六个分目的，亦即“经济”之发展、“文化产业”之繁荣、“人际交往”之自由安全、“法”和“政治”之优良以及增进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显然，道德终极标准不可能是增进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因而不可能是道德的直接的普遍目的；而只能是道德最终的普遍目的，亦即道德终极目的，说到底，亦即增进每个人利益。更确切些说，道德终极标准则应该量化为：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因为任何标准之为标准，如所周知，都必须是一种可以量化的东西。所以，道德终极标准并不等于道德终极目的：道德终极标准乃是道德终极目的之量化。

不过，“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也就是“增减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因为每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同。个人利益属于自我范畴，因而与社会利益既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有利社会却可能有害自我；有利自我却可能有害社会。反之，每个人利益则属于社会范畴，因而与社会利益必定完全一致：凡是有利（或有害）社会的，显然必定有利（或有害）每个自我；凡是有利（或有害）每个自我的，必定有利（或有害）社会。这样，“增减全社会利益总量”与“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是完全吻合一致的：“增减全社会利益总量”就是“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反之亦然。因此，道德终极标准也可以归结为：“增减全社会——亦即保障经济之发展、文化产业之繁荣、人际交往之自由安全、法之优良、政治之优良——和每个人利益总量。”

当然，道德终极标准的最确切的表述是：增减每个人利益的总量。但是，这一表述，特别适合于衡量每个人的行为之善恶而不是一个社会所奉行的道德之优劣。因为与一个社会所奉行的道德不同，每个人的一时一事之行为，一般说来，不可能涉及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法和政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衡量“一个人帮助盲人过街的行为”之善恶，显然不宜运用“增减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法和政治诸种利益总量”的道德终极标准；而只宜运用“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的道德终极标准。

然而，一个社会所奉行的道德，却必然同时作用于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法和政治等一切方面。所以，具体衡量一个社会所奉行的道德之优劣的道德终极标准，则应该是：增减社会——亦即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法、政治——和每个人利益总量。这就是说，评价某种道德优劣，只应看它对全社会——亦即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法、政治——和每个人利益总量的效用如何：哪种道德促进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最快、保障人际交往的自由和安全的系数最大、使法和政治最优良、最终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最多，哪种道德便最优良；反之，则最恶劣。

总之，“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或“增减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是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的道德终极标准，更确切些说，是道德的终极总标准。因为这一标准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表现，从而衍生出四个道德终极分标准，即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无私利他标准和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标准。


	最大利益净余额：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



“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是衡量一切行为是否道德和一切道德是否优良的道德终极标准；但是，在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增进一些人的利益，就必然减少另一些人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而只可能增进利益净余额——增进与减少之余额，叫做利益净余额——如果增进的利益少于减少的利益，便是减少了利益净余额；如果增进的利益多于减少的利益，便是增进了利益净余额。

在这种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粗略看来，“增减利益净余额”是道德终极标准：增进利益净余额的行为和道德，就是善的行为和优良道德；减少利益净余额的行为和道德就是恶的行为和恶劣道德。其实不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应该最小限度地减少不得不减少的利益，而最大限度地增进可能增进的利益，从而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最大利益净余额是解决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所以，西季威克在概括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时写道：“最大幸福意味着：快乐超过痛苦之最大净余额。”

举例说，在一个人托炸药炸敌人碉堡的情况下——亦即在只能由人去托炸药炸敌人碉堡的情况下——不论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托炸药炸碉堡，都增进了利益净余额。因为用一个人或两个人的生命换来更多人的生存，都是增进了利益净余额，而不是减少了利益净余额。但是，显然不应两个人而只应该一个人托炸药。原因无疑是：牺牲一个人符合最小地减少不得不减少的利益；而牺牲两个人则不符合最小地减少不得不减少的利益。所以，在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道德终极标准“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便具体化为“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是在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衡量一切行为是否道德和一切道德是否优良的道德终极标准。

因此，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具有正与反或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内容。正的或积极方面，是在增进一方利益同时必定减少另一方利益的情况下的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可以概括为“两利相权，取其重”：应该选择最大的利益而牺牲较小的利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最大的利益而牺牲较小的利益，是最大限度地增进了利益净余额。例如，要增进老百姓的安全利益，必定要打击扒手、减少和牺牲扒手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应该选择增进老百姓的安全利益而打击和牺牲扒手偷窃利益。因为老百姓的安全利益远远大于扒手的偷窃利益：增进老百姓的安全利益而打击和牺牲扒手偷窃利益，是最大地增进了利益净余额。

“最大利益净余额”的反的或消极的方面，是在不可避免要遭遇到两种以上损害的情况下的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可以概括为“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最小的损害而避免更大的损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最小的损害而避免更大的损害，是最大地增进了利益净余额。就拿今日西方伦理学界十分流行的“电车”的理想实验来说。一辆飞驰而来的电车，如果不驶向左面的轨道压死一个人，就必定要驶向右面的轨道压死五个人。电车的司机应该驶向那一条轨道？应该驶向左面的轨道压死一个人。因为这样做，是选择最小的损害而避免更大的损害，是最大地增进了利益净余额。

总而言之，“最大利益净余额”是选择最小损害而避免更大损害、选择最大利益而牺牲最小利益，是最小地减少不得不减少的利益、而最大地增进可能增进的利益，从而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它是解决一切利益冲突——不论是他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还是己他之间的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也就不能不因利益冲突的类型不同而有不同表现。这些表现，主要讲来，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和无私利他。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他人之间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



人们的利益冲突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另一类是他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冲突，亦即己他利益冲突，也就是自我利益与社会利益、他人利益的冲突：社会利益，对于自我来说，可以看做是他人利益的集中表现。他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讲来，则可以归结为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利益之冲突。

从社会治理的眼光来看利益冲突，其最重要者，无疑莫过于他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无疑应该保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牺牲最少数人的最小利益。因为保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牺牲最少数人的最小利益，其净余额是最大的利益，符合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因而是应该的、善的、道德的；反之，如果保全最少数人最小利益而牺牲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其净余额是最大的损害，违背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因而是不应该的、恶的、不道德的。所以，在他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应该保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牺牲最少数人的最小利益，从而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这就是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准。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准，也可以叫做“最少数人的最小损害”或“最少数人的最小不幸”标准。因为不言而喻，按照这一标准，不但应该最大地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且应该最小地减少最少数人的最小利益，从而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这个道理，也可以用那辆失控电车的理想实验来说明：如果把它驶向左面轨道，将压死五个人；如果驶向右面轨道，将压死一个人；如果驶向中间轨道，将压死两个人。那么，应该将它驶向哪个轨道？显然应该驶向右面轨道，压死一个人而避免压死五个人或两个人。因为这样的选择导致的是最少数人的最小不幸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从而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符合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准，不但是“最大利益净余额”之道德终极分标准的体现；而且也是“增减每个人利益”之道德终极总标准的体现：它是解决利益冲突的近似的道德终极总标准。因为在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无疑只有增进最大多数人利益和减少最少数人利益，才最接近符合“增进每个人利益”：增加最大多数人利益，比增加最少数人利益，更接近增加每个人利益；减少最大多数人利益，比减少少数人利益，更接近减少每个人利益。

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既然是两个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和“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在利益冲突情况下的具体体现，那么，它就蕴涵着这两个标准发生矛盾的可能性。这种可能表现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可能不是最大利益；最大利益可能是少数人利益。这样一来，如果按照“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就应该保全少数人利益而牺牲最大多数人利益，从而得到最大利益净余额；反之，如果按照“增进每个人利益”的道德终极总标准，就应该保全最大多数人利益而牺牲少数人利益（因为保全最大多数人利益比保全少数人利益更接近保全每个人利益）因而也就得不到最大利益净余额：两个标准发生了冲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牺牲最大多数人利益而保全少数人利益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任何道德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也不例外——与道德终极总标准发生冲突，显然都应该服从道德终极总标准。这样，在他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根据道德终极总标准，保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最少数人利益；而后，才应该根据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保全最大利益而牺牲最小利益，从而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

举例来说，如果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最大多数一方的人数如果是90％，就应该保全这90％人的利益而牺牲与其冲突的10％的人的利益；即使相反的选择会达到更大的、最大的利益净余额。如果最大多数一方的人数是51％，就应该保全这51％人的利益而牺牲49％的人的利益；即使相反的选择会达到更大的、最大的利益净余额。只有在冲突双方的人数都是50％的情况下，保全哪一方的利益净余额最大，才应该保全那一方，而牺牲另一方。但是，这些情况无疑统统都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按照常规，道德终极总标准与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按照常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无疑都是最大利益；最少数人的利益，无疑都是最小的利益；因而只要保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最少数人的利益，就能够得到最大利益净余额：最大利益净余额与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蒙塔古接着写道：“边沁始终认为，实际上，最大量的幸福只有采取措施，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时才能达到。”

总之，“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是解决他人之间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在他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保全最大多数人利益而牺牲最少数人利益；即使最大的利益例外地是最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标准的关键词，乃是“最大多数人”，而不是“最大幸福”：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所以，这一标准决不可以省略“最大多数人”而更改为“最大幸福”。因为最大幸福毕竟有可能——不论这种可能性是如何小、如何例外——是少数人的幸福，而不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无私利他：己他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



人们的利益冲突，从每个人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己他利益冲突，亦即自我利益与社会和他人利益之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最大利益净余额”表现为“自我牺牲”标准。因为，一方面，自我仅仅是一个人，是最少数人；社会和他人是自我之外的一切人，是最大多数人。因此，在自我利益与社会、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害己利他、自我牺牲符合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反之，害他利己、损人利己则违背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另一方面，社会和他人的任何利益，总体讲来，都大于自我的任何利益。所以，害己利他、自我牺牲，其差为利，利益净余额是增加了，符合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反之，害他利己、损人利己，其差为害，利益净余额是减少了，违背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

诚然，在某些场合，当己他利益发生冲突时，利他之利可能小于利己之利。例如，歹徒抢劫储蓄所，所里存有两万元人民币，工作人员柯华文与歹徒搏斗而壮烈牺牲。这里柯华文的利他之利不过两万元，显然小于其利己之利：生命。所以，在这种场合，柯华文利他害己、自我牺牲，其差是害。反之，当此场合，如果柯华文听命于歹徒，利己害他、损人利己，其差是利。但是，从总体上说，当利己与利他发生冲突、不能两全之时，每个人只有牺牲自我利益，才能保障社会存在发展；而只有社会存在发展，每个自我才能生存。反之，如果每个人在己他冲突不能两全时，不是自我牺牲而是损人利己，那么，人们便会彼此损害、乱成一团，从而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发展；社会不能存在发展，每个自我便不可能生存。这样，自我牺牲，就某一具体场合来说，可能害大于利；但从总体上说，却既保全了社会，又保全了自我，因而利大于害。反之，损人利己，就某一具体场合来说，可能利大于害；但从总体上说，却既牺牲了社会，又牺牲了每个自我，因而害大于利。

可见，不论在何种场合，不论在该场合自我牺牲之差是多么大的害，而损人利己之差是多么大的利；从总体上看，自我牺牲之差却都是利，而损人利己之差却都是害。总体大于局部。所以，自我牺牲的总体之利，大于损人利己的局部之利，其最终净余额是利，是利益总量的增加。反之，损人利己的总体之害，大于自我牺牲的局部之害，其最终净余额是害，是利益总量的减少。因此，当自我利益与社会、他人利益发生冲突、不能两全时，只有自我牺牲，才符合“最大利益净余额”原则，才是应该的、道德的：自我牺牲是在自我利益与社会、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

不过，人们对于自我牺牲含义的理解，往往过于狭窄：自我牺牲是无私利他的极端，是无私利他的最高境界。然而，真正讲来，不但凡是自我牺牲都是无私利他，而且凡是无私利他也都是自我牺牲。因为自我牺牲之为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显然意味着：自我牺牲是自我利益之牺牲。因此，自我牺牲包括自我性命之牺牲，但不必是自我性命之牺牲：只要是自我利益受到损失，则不论这种利益如何微小，都属于自我牺牲范畴。准此观之，任何无私利他便都是一种自我牺牲。因为任何无私利他，至少都必须压抑、牺牲自己一定的利己的欲望和自由以及自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这不就是自我利益之牺牲吗？看见一人落水挣扎，我救他上岸。按照通常理解，我如果未被淹死，便是无私利他；只有我被淹死才是自我牺牲。其实，我未被淹死，也是自我牺牲：牺牲了自我的时间、劳动和安全。路见乞丐，我给他一元钱。这是无私利他，也是自我牺牲：牺牲了自己一元钱。

可见，自我牺牲与无私利他实为同一概念。但从上可知，自我牺牲易生歧义、外延模糊；而无私利他则简单明了、外延明确。因此，作为自我利益与社会、他人利益发生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与其说是自我牺牲，不如说是无私利他。


	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利益不相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



“最大利益净余额”和“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以及“无私利他”三个标准，如上所述，都仅仅是利益冲突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都仅仅是道德终极总标准“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在利益冲突情况下的体现。那么，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而可以两全的情况下，道德终极标准是什么？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终极总标准“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的具体表现是怎样的？

在利益不相冲突的情况下，道德终极总标准便具体化为“不损害任何人地增加利益总量”或“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标准。按照这一标准，便应该不损害任何一个人地增加人们的利益，便应该无害一人地增进每个人利益或一些人利益，便应该使每个人的境况变好或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这是因为，道德终极总标准是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而并不是增进最大利益净余额和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它们不过是在利益发生冲突因而不可能增进每个人利益情况下的无奈选择。因此，在人们利益不相冲突的情况下，也就只有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的行为，才符合“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之道德终极总标准，因而才是应该的、道德的；反之，如果为了最多数人最大利益而牺牲最少数人最小利益或为了社会和他人利益而牺牲自我利益，那么，不论这样做可以使利益净余额达到多么巨大的、最大的程度，不论这样做可以给最大多数人造成多么巨大的、最大的幸福，便都违背了“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之道德终极总标准，因而便都是不应该、不道德的。

哈曼曾由此设计了两个著名的理想实验，不但难倒了自己，也一直令中西学者困惑不已。一个理想实验是这样设计的：一个医生，如果把极其有限的医药资源用来治疗一个重病人，另外5个病人就必死无疑；如果用来救活这5个病人，那个重病人就必死无疑。医生显然应该救活5人而让那一个重病人死亡。反之，另一个理想实验是这样的。有5个分别患有心脏病、肾病、肺病、肝病、胃病的人和一个健康人。这5个病人如果不进行器官移植，就必死无疑；如果杀死那个健康人，把他的这些器官分别移植于这5个病人身上，这5个病人就一定能活命，而且会非常健康。医生应该怎么办？显然不应该杀死那一个健康人而救活这5个人。问题恰恰就在于：为什么第一个案例应该为救活5人而牺牲1人，第二个案例却不应该为救活5人而牺牲1人？

原来，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在第一个案例中，5个人与1个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保全5个人的利益必定损害那一个人的利益，5个人要活命必定导致那一个人死；反之亦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救活5人而让那一个重病人死亡，符合利益冲突时的道德终极标准——亦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标准和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因而是道德的。反之，在第二个案例中，5个病人与1个健康人的利益并没有发生冲突：保全这个健康人的利益和性命，并没有损害那5个病人的利益和性命；这个健康人的利益和性命并不是用这5个病人的利益和性命换来的。因为并不是那个健康人要活命，就必定导致那5个病人的死；也不是那5个病人的死亡，才换来了那个健康人的活命。那5个人的死亡是他们的疾病所致，而与那一个健康人的活命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关系，怎么会发生利益冲突呢？因此，在这种利益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医生如果为救活5个病人而杀死那一个健康人，虽然符合利益冲突时的道德终极标准（亦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标准和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却违背了利益不相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亦即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因而是不道德的、不应该的。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案例应该为救活5人而牺牲1人，第二个案例却不应该为救活5人而牺牲1人的缘故。

总之，“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乃是道德终极总标准“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在利益不相冲突情况下的体现，是利益不相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最早提出这一标准的，恐怕是孟子。他将这一标准概括为一句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但是，真正确证这一标准的，并非伦理学家，而是经济学家帕累托，因而被称为“帕累托标准”（pareto criterion）或“帕累托最优状态”（pareto optimum）。对于这一标准或状态，帕累托这样写道：我们看到，要取得一个集体的福利最大化，有两个问题待解决。如某些分配的标准为既定，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标准去考察哪些状态将给集体的各个人带来最大可能的福利。让我们来考虑任何一种特定状态，并设想作出一个与各种关系不相矛盾抵触的极小变动。假如这样做了，各个人的福利均增加了，显然这种新状态对他们每个人是更为有利；相反的，如各个人的福利均减少了，这就是不利。有些人的福利仍旧不变亦不影响这些结论。但是，另一方面，如这个小变动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并使别的人福利减少，这就不能再说作此变动对整个社会为有利的。因此，我们把最大效用状态定义为：作出任何种微小的变动不可能使一切人的效用，除那些效用仍然不变者外，全都增加或全都减少的状态。可见，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乃是这样一种状态：当且仅当该状态没有一种改变能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好而又不使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坏。这一状态之所以为最优状态的依据，则是所谓的“帕累托标准”：应该使每个人的境况变好或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简言之，应该至少不损害一个人地增加社会的利益总量，即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







二、道德终极标准性质




	绝对性与相对性：道德终极标准的适用范围



综观道德终极标准或功利诸标准，可知所谓功利标准、道德终极标准并非单一的道德标准；而是由若干标准构成的道德标准体系，是“一总两分”：一个总标准和两个分标准。总标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遵循的道德终极标准：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一个分标准是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而可以两全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亦即所谓的帕累托标准：无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另一个分标准则是在人们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它在他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表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标准；而在自我利益与他人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表现为“无私利他、自我牺牲”标准。

这样，相对性便是道德终极分标准的基本性质。“无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标准仅仅适用于利益不相冲突的情况，而不可能适用于利益冲突的情况；因为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反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和“无私利他、自我牺牲”标准则仅仅应该运用于利益冲突的情况，而不应该运用于利益不相冲突的情况。因为在利益不相冲突的情况下，不论牺牲少数人利益还是牺牲自我利益都是不应该的。不过，这些道德终极分标准的相对适用性有所不同：“不损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既然是利益不相冲突情况下的道德标准，那么也就应该是恒久的道德标准；反之，“无私利他”和“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则因其是利益冲突情况下的道德标准，因而应该是偶尔的道德标准。因为任何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无疑是：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的利益一致而不相冲突是正常的、常规的、一般的情况，因而是恒久的；反之，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不可两全则是例外的、非常的情况，因而是偶尔的。

然而，难道无私利他仅仅适用于利益冲突领域，因而仅仅应该是偶尔的道德终极标准吗？难道在人们的利益一致而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就不应该无私利他吗？是的。因为无私利他与自我牺牲是同一概念：任何无私利他，至少都必须压抑、牺牲自己一定的利己的欲望和自由以及自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这样，在利益不相冲突、可以两全的情况下，无私利他便因其压抑、牺牲了自我欲望、自我利益而违背了“不损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的道德终极标准，因而是不应该、不道德的；反之，只有己他两利、为己利他才符合“不损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的道德终极标准，才是应该的、道德的。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下，无私利他还违背道德终极总标准：“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因为正如西季威克所言，利益不相冲突而可以两全的情况下，为己利他比无私利他更能增加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无私利他似乎没有增加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总量。因为它虽然增加了他人利益的总量，却减少了自我利益的总量。反之，为己利他则显然增加了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总量，因为它不仅增加了他人利益的总量，而且增加了自我利益的总量。另一方面，即使无私利他增加了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总量，也必定远远少于为己利他所增加的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总量。因为只有为己利他才具有——而无私利他则不具有——人们增进社会利益的最强大的动力：个人利益追求。

总而言之，道德终极分标准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应该遵循，而在另外的条件下则不应该遵循的，因而都属于相对道德范畴。然而，绝对性原本是道德终极标准的应有之义：如果它不是绝对的，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遵循的，那么，它也就不成其为终极标准了。可是，道德终极标准的绝对性究竟在哪里？原来，一方面，道德终极总标准“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是绝对的；因为在任何条件下，显然都应该遵循道德终极总标准：增加而不是减少每个人利益总量。另一方面，道德终极分标准之和也是绝对的；因为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遵循道德终极分标准之一：不是应该增加最大利益净余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和无私利他、自我牺牲，就是应该不损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这样，道德终极分标准虽然属于相对道德范畴，但整体说来，道德终极分标准之和却属于绝对道德范畴。


	直接性与间接性：道德终极标准与其他道德规范的关系



道德终极标准是最普遍、最一般、最抽象的、绝对的道德标准，因而极其稀少、贫乏、简单、笼统：一个总标准、两个分标准。然而，人类社会的伦理行为却极其复杂、具体、丰富、多样。因此，仅凭道德终极标准便不可能准确、迅速地指导每个人的一切伦理行为，不可能准确迅速地使每个人懂得他的一切伦理行为应该如何。于是，便须从道德终极标准引申、推演出与人类伦理行为相应的复杂、具体、多样的道德规范，从而才可以准确迅速地指导每个人的一切伦理行为。

举例说，仅凭“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的道德终极标准，显然不可能准确迅速地使每个人知道他的婚姻行为应该如何。于是，便须从“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引申、推演出与婚姻行为相应的道德规范“贞”与“不贞”：“贞”符合“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的道德终极标准，因而是婚姻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不贞”则违背“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的道德终极标准，因而是婚姻行为不应该如何的规范。根据“贞”与“不贞”，每个人便可以准确迅速地知道他的婚姻行为究竟应该如何了。

可见，道德终极标准与其他一切道德规范是依据和派生、绝对和相对的关系：道德终极标准是产生、决定和推导出其他一切道德的最终依据、最终标准，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遵循的绝对道德；而其他一切道德——如仁爱、公正、平等、人道、自由、幸福、贵生、诚实、自尊、谦虚、勇敢、节制、智慧等等——都不过是道德终极标准在各种具体条件下的引申、推演，因而都仅仅是在一定的、具体的条件下才应该遵循，而在另外的、其他的条件下则不应该遵循的道德，于是也就都是相对的，都属于相对道德范畴。

那么，相对道德究竟在怎样的条件下应该遵循、在怎样的条件下不应该遵循？不难看出，它们只有在一般的、正常的、常规的、典型的条件下才应该遵循；而在例外的、非常的、极端的条件下则不应该遵循。因为它们都是在一般、正常条件下——而不是例外、非常条件下——从道德终极标准引申、推演出来的：它们只有在一般、正常条件下才符合道德终极标准；而在例外的、非常条件下则违背道德终极标准。就拿诚实与说谎来说。为什么在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下应该诚实而不应该说谎？岂不就是因为在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下，诚实有利于他人、符合道德终极标准，而说谎则有害于他人、违背道德终极标准？然而，在例外的、非常的情况下，诚实却害人而违背道德终极标准；说谎则利人而符合道德终极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便不应该诚实而应该说谎，如为了稳定军心而谎称援军将至、为了救治癌症患者而谎告所患非癌、为了安慰儿子阵亡的母亲而谎说儿子无事等等，都符合道德终极标准，都是应该的、道德的。

可见，不论在什么条件下，每个人的行为都应该遵循道德。只不过在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下，既应该遵循道德终极标准，又应该遵循其他道德规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二者是一致的。反之，在例外的、非常的情况下，则只应该遵循道德终极标准，而不应该遵循其他道德规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二者是冲突的。于是，道德终极标准不论对于正常行为还是对非常行为都同样有意义：它既是正常行为又是非常行为所应遵循的道德。反之，其他道德则仅仅对正常行为有意义：它们仅仅是正常行为所应遵循的道德，其目的仅仅是为正常行为提供指导。







三、道德终极标准理论




	义务论与功利主义



“义务论”（deontology），如所周知，亦称“道义论”（theory of duty）或“非目的论”（nonteleology），是与功利主义恰恰相反的关于道德终极标准的理论。它的主要代表，当推儒家、基督教伦理学家、康德、布拉德雷、普里查德、罗斯以及今日西方义务论美德伦理学家，如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和格雷戈里·维尔艾泽考·Y.特诺斯盖（Gregory Velazco Y.Trianosky）等人。

所有义务论者无不是道德自律论者。因为在他们看来，道德和美德并不是必要的恶，而是必要善，是一种必要的内在善、自身善，甚至是唯一无条件的、绝对的善。因此，道德的起源与目的便是自律的：道德起源于道德自身，起源于每个人完善自我品德的需要；目的在于道德自身，在于完善每个人的品德，实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之所以为人者。从这种道德起源和目的自律论出发，义务论者便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说，行为是否道德，只能看它对行为者的道德、品德、道义的效用如何，而不能看它对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效用如何：凡是能够使行为者品德达到完善、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行为，不论它如何减少行为者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总量，也都因其符合道德目的，而是应该的、道德的；凡是不能使行为者品德达于完善、不能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行为，不论它如何增进行为者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总量，也都因其不符合道德目的，而是不应该、不道德的。道义论大儒董仲舒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一句千古名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这样，也就只有出于完善自我品德之心的、为完善品德而完善品德的行为——亦即只有出于义务心的、为义务而义务、为道德而道德的行为——才因其能够使行为者的品德达到完善境界而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符合道德目的，从而是道德的、应该的：“道德完善就是出于义务（即法则不仅是支配他行动的规则，而且是他行动的动机）而履行义务。”可是，具体说来，究竟什么行为才是能够使人的品德达于完善、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行为？只能是无私利他！因为正如新儒家冯友兰所言，只有“无私利他”才是品德的完善境界，因而才符合使人的品德达于完善、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的道德之目的，从而才是道德的：“求自己的利，可以说是出于人的动物的倾向，与人之所以为人者无干。为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我们不能说，人应该求自己的利。……但求别人的利，则与人之所以为人者有干。为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我们可以说，人应该求别人的利。”

可见，义务论是把道义（而不是功利）奉为道德终极标准的流派，是把增减每个人的品德完善程度（而不是增减每个人利益增总量）奉为道德终极标准的流派，说到底，是把无私利他奉为唯一道德终极标准的流派。

义务论的概念解析，使何谓功利主义迎刃而解。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又称目的论（teleology），其代表人物，不仅有诸如苏格拉底、休谟、佩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巴利、达尔文、斯宾塞、边沁、穆勒、包尔生、西季威克、摩尔、梯利等伟大先哲，而且如罗尔斯所说：“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占优势的一直是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现代功利主义的代表，当推J.J.C.斯马特和R.B.勃朗特以及今日西方功利主义美德伦理学家冯·赖特（Von Wright）等人。

所有功利主义论者都是道德他律论者。因为在功利主义论者看来，道德和美德，与法律一样，都是一种必要恶，因而道德的目的便不能可是自律的，不可能是为了道德自身、为了完善每个人品德；而只能是他律的，只能是为了道德和美德之外的他物，亦即每个人的利益和幸福：“幸福是道德的终点和目的。”道德目的，如前所述，是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的道德终极标准。因此，道德目的只能是为了增进每个人利益和幸福，便意味着：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的道德终极标准，只能是利益和幸福而不可能是道德和美德。换言之，道德终极标准是功利而不是道义，是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而不是增减每个人的品德的完善程度。

可见，功利主义乃是与义务论相反的学说：它是把功利（而不是道义）奉为道德终极标准的流派，是把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而不是增减每个人的品德的完善程度）奉为道德终极标准的流派。所以，彼彻姆写道：“功利主义者认为，行为的道德价值决定于我们所努力争取的诸如快乐和健康非道德的内在价值之最大结果。”


	功利主义与义务论之真谬



义务论与功利主义的区别清楚表明，义务论是谬论而功利主义是真理。

首先，从前提来说。道德目的自律论和道德目的他律论，如前所述，分别是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前提。显然，功利主义的前提是真理；而义务论的前提是谬误。因为如前所述，道德、品德就其自身来说，是一种“必要的害和恶”，是人类为了达到利己目的（保障社会的存在发展、增进每个人利益）而创造的害己手段（压抑、限制每个人的某些欲望和自由）。因此，如果说道德目的是自律的，是为了道德自身，是为了完善人的品德，那就等于说：道德的目的就是为了压抑人的欲望、侵犯人的自由，就是为了压抑人的欲望而压抑人的欲望，就是为了侵犯人的自由而侵犯人的自由，就是为了害人而害人，就是为了作恶而作恶。所以，道德目的不可能是自律的，而只能是他律的：不可能是为了道德和品德自身，而只能是为了道德和品德自身之外的利益、幸福；为了保障社会存在发展，最终增进每个人利益、实现每个人幸福。

其次，从结论来看。义务论将“增减每个人的品德之完善”奉为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的道德终极标准，是错误的；而功利主义将“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奉为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的道德终极标准，是正确的。因为道德终极标准，亦即道德目的：道德目的，如上所述，不可能是自律的，不可能是为了道德和美德自身，不可能是为了完善每个人品德；而只能是他律的，只能是为了道德和品德自身之外的利益、幸福，为了增进每个人利益。义务论的这种错误，导致它所确立的道德终极标准之片面化：它否定为己利他而把无私利他作为衡量一切行为是否道德的唯一的终极标准。这是由于，人类的全部行为，无疑只有“无私利他”才是品德的完善境界，因而才符合义务论的道德目的——使人的品德达于完善——从而才是道德的；而目的是为了自己的一切行为，则都因其不是品德的完善境界、不符合义务论的道德目的，都是不道德的：无私利他是义务论评价行为是否道德的唯一的终极标准。反之，功利主义所确立的道德终极标准则是多元的、全面的，是“一总两分”：一个总标准和两个分标准。一个总标准：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分标准之一，是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而可以两全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亦即所谓的帕累托标准：无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另一个分标标准是在人们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亦即“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它在他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表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标准；而在他人、社会利益与自我利益发生冲突时，表现为“无私利他、自我牺牲”标准。

最后，就优劣来讲。义务论的道德标准，一方面，对每个人的欲望和自由侵犯最为严重：它侵犯、否定每个人的一切目的利己的欲望和自由；另一方面，它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最为缓慢，因为它否定目的利己、反对一切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就堵塞了人们增进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最有力的源泉。于是，合而言之，义务论道德是给予每个人的害与利的比值最大的道德，因而也就是最为恶劣的道德。反之，功利主义的道德标准，一方面，则对每个人的欲望和自由侵犯最为轻微：它仅仅侵犯、否定每个人的损人利己的欲望和自由；另一方面，它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又最为迅速，因为它肯定为己利他、鼓励一切有利社会和他人的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就开放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最有力的源泉。于是，合而言之，功利主义道德便是给予每个人的利与害的比值最大的道德，因而也就是最为优良的道德。

然而，最为耐人寻味的是：如果说功利主义是真理，为什么它至今仍遭受那么多的诘难？甚至像罗尔斯这样地地道道的功利主义论者，竟然也反对功利主义而以义务论自居？其中的奥秘恐怕在于：功利主义论者对于功利主义的表述，至今仍然存在着重大缺憾。


	以往功利主义的缺憾与诘难



功利主义恐怕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为深邃复杂、曲折模糊、枝节横生的理论了。所以，不论是边沁、穆勒，还是西季威克、摩尔，抑或其他功利主义思想家，对功利主义的表述，总难免各种缺憾。最重大也最为普遍的缺憾就是：几乎所有功利主义者都不懂得功利标准乃是由若干标准构成的道德标准体系；却以为功利标准只是一条标准，从而将其完全等同于“最大利益净余额”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准。然而，功利主义标准并不仅仅是最大利益净余额，而是由一个总标准和两个分标准构成的一种道德终极标准体系：“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是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遵循的道德终极总标准；“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是利益不相冲突的道德终极分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是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分标准——它在他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表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标准；而在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表现为“无私利他、自我牺牲”标准。因此，以往功利主义论者把功利主义标准与“最大利益净余额”等同起来，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遂引发了对于功利主义的诘难：功利主义必导致非正义。

这一诘难有两个著名例证：“奴隶制度”和“惩罚无辜”。前者是说，如果一个社会实行奴隶制比非奴隶制更能增进最大利益净余额，那么，按照功利原则，实行奴隶制就是应该的、道德的。这就意味着，功利原则必导致非正义：奴隶制是非正义的。“惩罚无辜”的例证说，法官明知一个人无辜，但如果惩罚、宣判他死刑，便可阻止一场否则必有数百人丧命的大骚乱，那么，按照功利原则，惩罚这个无辜者便是应该的、道德的。所以，功利原则必导致非正义：惩罚无辜是非正义的。

然而，细究起来，这两个例证都有两种恰恰相反的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两个例证发生于释放无辜和数百人活命以及非奴隶制与俘虏生存、社会发展发生冲突、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不惩罚一个无辜必有数百个无辜丧生；不实行奴隶制则俘虏必被杀死、社会必不能发展。这样，实行奴隶制和惩罚无辜虽然都是非正义的、恶的，却能够避免更大的恶和非正义，属于两恶相权取其轻，因而是应该的、道德的、善的，而决不是不道德、非正义的。

另一种可能则是，这两个例证发生于释放无辜和数百人活命以及非奴隶制与俘虏生存、社会发展不相冲突而可以两全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不惩罚无辜其他人也不会丧生，不实行奴隶制社会也能发展、俘虏也能生存。这样，实行奴隶制和惩罚无辜，便都是在人们的利益不相冲突的情况下，通过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来增进利益净余额的；因而不论达到何等巨大的利益净余额，也都是不道德、非正义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实行奴隶制和惩罚无辜虽然都增进了利益净余额，或者都达到了最大利益净余额；但是，功利主义只赞成前者而反对后者。因为功利主义标准，如前所述，是“增进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它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而可以两全的情况下，表现为“不损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标准；在人们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则表现为“最大利益净余额”和“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所以，按照功利主义，“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仅仅适用于利益冲突领域：它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领域，是个不适用的、错误的标准。准此观之，在释放无辜和数百人活命以及非奴隶制与俘虏生存、社会发展不相冲突而可以两全的情况下，无论奴隶制和惩罚无辜可以增进多么巨大的利益净余额，功利主义都应该反对实行奴隶制和惩罚无辜；只有在释放无辜和数百人活命以及非奴隶制与俘虏生存、社会发展发生冲突、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功利主义才主张实行奴隶制和惩罚无辜。所以，功利主义决不会导致非正义。

人们之所以认为功利主义必导致非正义，是因为他们忽略、抹杀了功利主义的“不损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标准，而把“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完全等同于功利标准、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按照功利主义，不论情况如何，只要奴隶制和惩罚无辜等等非正义能够带来最大利益净余额，也就都应该实行奴隶制和惩罚无辜等等非正义：功利主义必然导致非正义。罗尔斯等众多思想家都是这样曲解——这种曲解的广泛形成当然与历代功利主义思想家对功利主义表述的缺憾有关——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其要义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属于它的所有个人的满足总计之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当地治理的，因而是正义的。”“这样，原则上就没有理由否定：为什么不应该以一些人的极少损失，换来另一些人的更大收益；或者更严重些，为什么不应该剥夺极少数人的自由而使许多人分享更大的利益。”

可见，罗尔斯等人对功利主义的诘难犯了“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错误：抹杀功利主义的“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和“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标准，而把功利标准或功利主义完全等同于“最大利益净余额”或“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于是便由这些标准在人们利益不相冲突而可以两全的情况下必导致非正义，而得出“功利主义必然导致非正义”的结论。“最大利益净余额”虽然在人们利益不相冲突领域必然导致非正义，却是利益冲突领域唯一正义的、道德的标准。因为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是不可能的，而只可能二者择一：或者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而保全多数人的利益；或者损害多数人的利益而保全少数人的利益。当此际，岂不只应该保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牺牲最少数人的最小利益吗？岂不只应该选择最大利益净余额吗？难道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道德终极标准无疑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因而也就是伦理学——关于优良道德规范的制定与实现的科学——的最重要的东西。然而，如前所述，道德终极标准乃是最普遍、最一般、最抽象的、绝对的道德标准，因而极其稀少、贫乏、简单、笼统：一个总标准、四个分标准。然而，人类社会的伦理行为却极其复杂、具体、丰富、多样。因此便须通过道德终极标准引申、推演出与人类伦理行为相应的复杂、具体、多样的道德规范：规范伦理学就是通过道德终极标准推演出一系列与人类伦理行为相应多样化的优良道德规范之科学。但是，仅仅通过道德终极标准是推演不出任何优良道德规范的。因为一切行为之优良道德规范，如前所述，都是根据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价值——亦即行为事实如何对于道德目的、道德终极标准的效用——制定的，因而说到底，都是通过道德目的、亦即道德终极标准，而从行为事实如何推导出来的。因此，在“道德价值主体”的这最后一章“道德终极标准”之后，应该研究“道德价值实体——伦理行为事实如何”。然后，才能够通过道德终极标准，从伦理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本性中推导、制定出一切伦理行为应该如何的优良道德规范。







附录



编者按：本书所讨论的内容出自北京大学“伦理学导论”课，其教材《伦理学原理》已出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伦理学”可能是比较陌生的范畴。为方便读者诸君对其建立起基本的认识，现将原教材绪论部分第一部分“伦理学介说”附于此处。



伦理学无疑是关于道德的科学。但是，伦理学不是关于某个社会的特殊的、具体的道德的科学，而是关于一切社会的道德的普遍性的科学。因为在这个定义中，“道德”是全称，因而包括一切道德，包括一切特殊的、具体的道德而是其一般、抽象、共性、普遍性。所以，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这意味着，伦理学是关于一切特殊的、具体的道德所包含的那种共同的、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道德”之科学，因而也就是关于道德的普遍本性的科学，说到底，伦理学就是道德哲学：道德科学、道德哲学和伦理学是同一个概念。所以，布洛克（H.Gene Blocker）说：“伦理学试图发现能够确证人类所有行为和最终说明使行为正当或不正当之最高层次、最一般的原因。”这样一来，伦理学便是哲学的分支，亦即道德哲学。今日西方伦理学家也都这样写道：“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哲学研究。” “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是道德哲学，亦即关于道德、道德问题和道德判断的哲学思想。”

不过，真正讲来，这个定义也是不够确切的。因为道德是一种社会制定或认可的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道德亦即道德规范。这样，道德便正如休谟所说，无非是人们所制定的一种契约，具有主观任意性，因而虽然无所谓真假，却具有优良与恶劣或正确与错误之分。举例说，我们显然不能说“女人应该裹小脚”的道德规范是真理还是谬误，而只能说它是优良的还是恶劣的或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无疑是恶劣的、错误的。伦理学的意义显然全在于此：避免恶劣的、错误的道德，制定优良的、正确的道德。因为道德既然是可以随意制定的，那么，制定道德便不需要科学。确实，在伦理学诞生之前——亦即在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时代之前——道德早就存在了。只有制定优良的、正确的道德才需要科学：伦理学是关于优良道德的科学。所以，布洛克说：“道德哲学家反思日常道德假定，并不仅仅是用哲学术语重述我们已经信赖的任何规范；而是寻求对于日常道德的一种新的理解和新的观点，这将改正我们某些道德信仰和改变我们每天的道德行为。”于是，确切地讲，伦理学并不是关于道德的科学，而是关于优良道德的科学，这恐怕才是伦理学的精确定义。伦理学，亦即道德哲学，是关于优良道德的科学，是关于优良道德的制定方法和制定过程以及实现途径的科学。

如果说伦理学是关于优良道德的科学，那么，究竟怎样的道德才是优良的？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牵扯到三个密不可分而又根本不同的重要概念：道德（亦即道德规范）、道德价值和道德判断（亦即道德价值判断）。人们大都以为，所谓道德或道德规范，亦即道德应该、道德价值。其实，二者根本不同。因为道德或道德规范都是人制定或约定的。但是，道德价值却不是人制定或约定的：一切价值——不论道德价值还是非道德价值——显然都不是人制定或约定的。试想，玉米、小麦、大豆的营养价值怎么能是人制定或约定出来的呢？那么，道德价值与道德规范是何关系？

道德规范与道德判断一样，皆以道德价值为内容、对象、摹本，都是道德价值的表现形式：道德规范亦即道德价值规范；道德判断亦即道德价值判断。只不过，道德价值判断是道德价值在大脑中的反映，是道德价值的思想形式；而道德规范则是道德价值在行为中的反应，是道德价值的规范形式。因此，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判断有真假对错优劣之分。道德价值判断有真假之分：与道德价值相符的判断，便是真理；与道德价值不符的判断，便是谬误。道德规范则没有真假而只有对错优劣之分：与道德价值相符的道德规范，就是优良的、正确的、对的道德规范；与道德价值不符的道德规范，就是恶劣的、错误的道德规范。举例说，假设“女人裹小脚”确实是不应该的，因而具有负道德价值。那么，一方面，断言“女人裹小脚是应该的”道德价值判断便不符合“女人裹小脚”的道德价值，因而是一种谬误的、假的判断；另一方面，把“女人应该裹小脚”奉为道德规范也不符合“女人裹小脚”的道德价值，因而是一种恶劣的道德规范。

可是，究竟怎样才能制定与道德价值相符的优良道德规范呢？人们制定任何道德规范，无疑都是在一定的道德价值判断的指导下进行的。显而易见，只有在关于道德价值的判断是真理的条件下，所制定的道德规范才能够与道德价值相符，从而才能够是优良的道德规范；反之，如果关于道德价值的判断是谬误，那么，在其指导下所制定的道德价值的规范，必定与道德价值不相符，因而必定是恶劣的道德规范。举例说，如果“为己利他是应该的”道德价值判断是真理，那么，我们把为己利他奉为道德原则，便与为己利他的道德价值相符，因而是一种优良的道德原则。反之，如果“为己利他是应该的”道德价值判断是谬误，那么，我们把为己利他奉为道德原则，便与为己利他的道德价值不相符，因而便是一种恶劣的道德原则。

可见，伦理学是关于优良道德的科学的定义，实际上蕴涵着：伦理学是寻找道德价值真理的科学，是关于道德价值的科学。所以，伦理学家们一再说伦理学是一种价值科学：“伦理学是一个关于道德价值的有机的知识系统。” “伦理学之为科学，研究关于全体生活行为之价值者也。”这是伦理学的公认的定义，也是伦理学的更为深刻的定义。然而，真正讲来，这个“伦理学是关于道德价值的科学”的定义，只能从“伦理学是关于优良道德的科学”推出，而不能由“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推出。因为优良道德是不能随意制定、约定的，制定优良道德必与道德价值相关：优良道德是与道德价值相符的道德规范。反之，道德是可以随意制定、约定的，制定道德不必与道德价值相关：与道德价值相符的道德是道德；与道德价值不符的道德也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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